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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冲击、国内市场与社会治理 

——基于晚清外销茶叶改道的研究  

 

燕红忠，朱玉珂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国际贸易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成为我国面临的

重要挑战。厘清贸易冲击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风险应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和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整理历史资料，基于近代开放五口通商导致的“内河过岭”路线弃用

的准自然实验，利用闽、赣、粤三省 229 个县长达 154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近代开埠这一

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表明：（1）相较于非沿线县，开放五口通商对“内河

过岭”沿线县的社会稳定性带来显著负面影响，且主要表现为社会治安事件的显著增加。（2）

“内河过岭”路线弃用对非沿线县产生了溢出效应，官民冲突、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暴力

类社会治安事件的溢出效应分别为 100km、200km 和 250km。（3）机制分析发现，对社会稳

定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商路易道带来的贸易机会减少和基层社会抵御风险能力欠缺；前者

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和市场可达性降低，并对沿线县的市场发展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后者则由

于民间组织稀缺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品来进行风险应对。文章揭示了贸易冲击与社会稳定

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为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变动下如何发挥基层力量实现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

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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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全球化参与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近年来国

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高涨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成

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项挑战。现有关于贸易政策变动的研究中，大多关注贸易冲击所造成的

经济影响（Caldara 等，2020；Benguria 等，2022；Huang 等，2023），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

生产（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金融资产配置（Bloom 等，2007；黄新飞等，2022）等决

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贸易环境变化所带来经济冲击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

Dix-Carnerio 等（（2018）检验了贸易自由化与犯罪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上世纪 90 年代巴西

大幅减低进口税率，使得受该政策影响更大的地区，经历了更高的犯罪率上升。Melissa Dell 

等（2019）讨论了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对墨西哥城市犯罪率的影响，表明国际竞争加剧带来了

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从而导致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以中国为背景的研究中，Camante

等（（2019）根据 2013-2015 年各市出口篮子中产品构成估算不同地区受出口放缓影响的程度，

发现受全球贸易冲击更大的地区发生了更多的劳动罢工事件。Ma 等（（2022）则关注了出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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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对犯罪率的影响，认为出口放缓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条件，包括制造业机会减少、工

资下降等渠道导致犯罪率上升。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基本肯定了贸易冲击与国内社会稳定之间的负向关系，但对于贸易

冲击的衡量大多以地区产业结构进行估算，缺少更为直接的外生冲击。本文将 1842 年开放五

口通商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近代开埠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并对潜在机制进行讨论。

从历史视角出发探讨国际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以期为当今贸易环境不确定背景

下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历史经验。 

“一口通商”时期（1757-1842 年），茶叶、瓷器、丝绸等大宗商品只能运送至广州出口，

在出口的茶叶中，红茶占多数，其主产地为福建武夷山地区。闽茶外销通过“内河过岭”运

送至广州，这一路线全长 2885 公里，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才能到达。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长达

80 余年的广州“一口通商”至此结束。开放五口通商不仅是通商口岸数量上的变化，也意味

着全国贸易格局的改变。贸易重心逐渐转移至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而广州的进出口

贸易量则不断下跌。武夷山茶也逐渐转移至上海、福州出口，原“内河过岭”路线逐渐弃用。 

 1842 年开放五口通商这一历史事件为研究对外开放和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

提供了独特背景。鸦片战争战败和五口通商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开放口岸的地点选择以及开

放时间并不受国内经济政策等影响，因此可以将其视为准自然实验（Bernhofen 和 Brown，

2005；李嘉楠等，2019；张妍等，2021）。本文的分析集中在福建、江西、广东三个省份，样

本地区覆盖了全国 15.74%的人口（按 1820 年人口计算）。我们通过手动整理 1757-1910 年

闽、赣、粤三省共 229 个县级层面的社会冲突数据，将“内河过岭”沿线县作为实验组，非

沿线县作为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开放五口通商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实证结

果表明，相较于非沿线县，开放五口通商使得“内河过岭”沿线县每万平方公里的社会冲突

增加 0.0202，相当于样本均值（0.0208）的 97.12%。在进一步考察溢出效应时，发现开放五

口通商对社会稳定的负面作用在 250km 内存在溢出效应，且主要来自于社会治安事件。机制

分析中，本文认为贸易机会减少和民间公共品供给稀缺是导致沿线县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的潜

在机制。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 

首先，现有关于条约口岸的研究中强调了条约口岸通过人力资本积累 （Jia,2014；林矗，

2017）、知识传播（张妍等，2021）、文化规范（Jin，2023）、贸易机会（Keller 等，2016）、

市场整合（李嘉楠等，2019）等渠道对当代经济带来长期积极影响。这些研究基本上肯定了

开埠通商所带来的福利效应。但在分析近代口岸开放的影响时，也应考虑对其他地区带来的

负向影响（彭凯翔，2015）。Keller 和 Shiue（（2011）认为通商口岸地区国际间贸易不断发展的

同时，加剧了中国内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但并未进行系

统的实证检验。本文通过对《清实录》和《朱批奏折》中记录的社会冲突事件进行系统整理，

为近代条约口岸开放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其次，现有关于社会稳定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了自然灾害（Bai 和 Kung，2011；Boxell，

2019）、贸易可达性（（Cao 和 Chen，2022）、向上流动前景（Hao 等，2022）等负向冲击的影

响。如 Chambru（2020）发现与天气冲击相关的暂时性负向冲击显著增加了财产犯罪的发生

率。Hao 等（2022）表明废除科举使得地方精英向上流动的道路中断，引发了地方治理中的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地方治理恶化。Cao 和 Chen（（2022）的最新研究认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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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大运河的废弃使得运河流经县贸易机会减少，从而带来叛乱的增加。与该文不同的是，我

们主要考察了五口通商带来的对外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并且更关注除叛乱等威

胁政权以外的普通暴力行为和社会冲突，同时讨论了贸易机会减少对市场效率的影响以及宗

族和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品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治理作用。 

 最后，现有关于中国民间组织与公共品供给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当代为背景，如 Xu 和 Yao

（2015）考察了宗族在农村地区公共品投资中的作用，认为当通过民主选举的村长来自当地

大姓时，会显著提高公共品投资。谢佳松等 （2023）则考察了明清时期善会善堂的长期影响，

表明历史上创办的善堂促进了地区利他文化观念的形成，进而企业更具有社会责任。清朝时

期，在“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现

有文献对于该问题的讨论缺少系统的定量分析。本文以开放五口通商为背景，表明清代宗族、

善堂所提供的公共品提高了地方社会在经济冲击下的风险应对能力。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清代贸易政策以及“内河过岭”路线；第三

部分为数据和实证模型设定，包括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以及平行趋势检验；第四部分为实证

结果，包括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溢出效应；第五部分为潜在影响机制；

第六部分为本文结论。（ 

二、研究背景 

（一）一口通商时期的“内河过岭”路线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归纳为开海、禁海、四口通商和一口通商四个

阶段（颜色和辛星，2023）。满清入关之初，对外贸易政策基本承袭明制，并未明文禁止沿海

居民行商。而后，出于“防汉制夷”以及打击反清复明势力等目的，清政府在顺治十二年（1655

年）至康熙十七年（1678 年）共颁布了五次禁海令和三次“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经

商（黄启臣，1986）。海禁政策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财政困难、失业等社会经济问

题。直到 1683 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平定三潘之乱，国内战争基本平息，为废除海禁创造了

条件。最终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正式废除海禁，并在 1685 年开放江南六台山、浙江

宁波、福建漳州、广东澳门为对外贸易港口，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以及粤海关

对各口岸对外贸易和税收进行管理，在此后的 70 余年一直保持“四口通商”的贸易政策。随

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出于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维护政治以及社会稳定等目的，清政府在

乾隆二十三年（1757 年）下旨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的对外职能。1757 年至第

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0 年）的 80 余年期间即为“一口通商”（时期。 

放开海禁之后，中国海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商品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主且茶叶

逐渐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陶德臣，2002）。168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直接将茶叶从

厦门出口至英国，并很快在欧洲大陆与北美掀起饮茶热潮。茶叶出口贸易中，红茶占多数，

其主产地为福建武夷山地区。1757 年，清朝关闭闽海关，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政策，福

建茶叶只能运至广州出口。武夷山有一处水道可以通闽江口五虎门，然后经海路将茶叶运送

至粤，但在一口通商政策下，该水道只可行船而不可通海。因此，闽茶外销必须经“内河过

岭行走”运至广州。具体而言，武夷茶采集收购之后，在星村汇集，然后由星村运至江西省

铅山县河口镇；从河口改为水运，经信江，进入鄱阳湖到达江西南昌；由南昌溯赣江而上，

运至赣州府；再从赣州沿小河运至大庾；在大庾上岸，挑运过梅岭到达广东省南雄州始兴县，

在始兴县再由船运至韶州府曲江县，从曲江沿北江南下运至广州。自星村至广州经由“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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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岭行走”的茶叶路线，全长 2885 里，通常需 50-60 天才能到达（姚贤镐，1962）。 

（二）五口通商后“内河过岭”路线弃用与社会冲突 

鸦片战争之后，1842 年与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

岸。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并不是简单的口岸数量上的变化，而是全国贸易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出口货流根据五口贸易腹地的生产布局而进行调整。“臣查外国所需内地货物，惟福建黑茶、安徽

绿茶、浙江湖丝三项最大，每年出口价值至四千万余两之多。……今闻江苏闽浙港口分开，一切

客商势必舍远求近，黑茶往福州，绿茶往上海，湖丝往宁波，较之前赴广东者，脚费既轻，价值

减半。”
（①
五口通商之初，福州港外贸条件较差，武夷山茶转由上海港出口。由崇安县至上海的运

茶路线以江西河口镇为集散地，经水路至江西玉山县，再挑运至浙江常山县，沿钱塘江水运至杭

州，最终到达上海，全程 1860 里，大致需 24 天到达。运费占茶价的比重从一口通商时期的 70%

下降至 50%，运输时间也节省了一个月左右（郭卫东，1997），以往的“内河过岭行走”的路线逐

渐被弃用。而上海港茶叶贸易迅速发展，至 1851 年上海成为中国茶叶出口最大口岸，这一情况一

直保持到 19 世纪 60 年代崇安至福州茶路的开辟。福州港开辟之后，武夷山茶则沿闽江直接从福

州出口。图 1 为粤埠输出茶叶数量的变化情况，
②
可以看出，在 1842 年之后从广州出口茶叶数量

呈下降趋势。 

内河过岭沿线大量城镇因武夷茶而繁荣，商路变动使沿线数量庞大的力夫陷入失业恐慌。

“许多来自福建及更北面的省区负责运茶叶及商货通过梅岭关的梅岭力夫，都害怕在新的通

商条约实施和通商口岸开放后，他们将陷于失业，因此他们发誓坚决反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

种种措施。”
③
（数千万脚夫失去经济来源，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威胁。“江广两省穷民将

无所籍以为生计臣籍隶江西，界连东粤，稔知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

船户、挑夫，籍此营生者不下数千万人，广东省籍洋务营生者不下数万万人。若各货俱于近

地贸易，则各处挑运穷民一石石业，衣食无资，必聚而为盗。”
④
表 1 列举了部分 1842 年之

后，发生在沿线县社会冲突的详细信息。 

表 1  部分社会冲突事件示例 

事件名称 发生地点 发生时间 事件描述 

贵溪县童生罢考、棍徒伤毙差役案 江西贵溪 1847 年 该童生聚议罢考，以致棍徒纠众滋事，伤毙差役。 

阳山、英德等县匪徒聚众戕官案 广东阳山、英德 1849 年 

该匪等纠集多人，辄于广州韶州两府交界各处，肆行无忌。迨经地方文武

各员，督率兵勇，驰往追捕。该匪等抗拒，杀毙都司，复致死兵丁多人，

更伤及知县营员。 

英德匪徒戕官、窜扰湘粤交界地方案 广东英德 1850 年 广东英德一带匪贼，聚集多人，戕官滋扰，并欲往湖南之语。 

庐陵刁徒杨习堂等抗粮毁局、拒捕伤兵案 江西庐陵 1850 年 
抗粮刁徒杨习堂、聚众拆毁乡徵粮局。吉水县知县杨昇带兵拏办，该匪徒

辄敢持械抗敌，拒伤兵役。 

南海县生徒写红贴、聚众罢考案 广东南海 1851 年 
南海县西湖书院生徒因挟知府改断公项之嫌，不遂其欲，投递匿名罢考红

帖。 

泰和县棍徒聚众闹漕案 江西泰和 1852 年 江西泰和县棍徒于该县开徵漕粮时，聚众滋事。 

南雄匪首刘叫妹抢劫大庾县地方案 江西大庾 1894 年 
广东南雄州匪首刘叫妹夥党数百名，突至江西大庾县地方抢劫。经该处驻

防勇丁剿捕，枪毙贼首三名，余匪受伤数名，退回粤境。 

广州府土匪抢劫案 广东南海 1899 年 
广州府属西樵一带，巨匪区新等、聚匪千余人，布散各处，恣出劫虏，民

不堪忧。 

注：资料来源为《清实录》与《朱批奏折》。 

 
①黄赞汤：《请预防失业民夫疏》，见陈汝祯、匡汝谐（1873 年，第 50-51 页）。 

②数据来源为《近代广州外贸研究》、《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 
③《中国丛报》，1843 年 6 月 1 日。 

④黄赞汤：《请预防失业民夫疏》，见陈汝祯、匡汝谐（1873 年，第 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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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绘制了“内河过岭”沿线县和非沿线县发生社会冲突频率的变动趋势。
①
可以看出，

在 1842 年之前，沿线县与非沿线县社会冲突发生频率差异较小，在 1810 年之前社会冲突更

多地发生在非沿线县，而在 1842 年之后，社会冲突则主要发生在沿线县。具体而言，在 1842

年之前，非沿线县发生社会冲突的均值为 0.009,沿线县为 0.008，二者差异较小；在 1842 年

之后，非沿线发生社会冲突数量的均值为 0.008，而沿线县则增加至 0.014。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冲突。现有文献中关于社会冲突的定义并不一致，主要包括战

争（Iyigun 等，2017）、叛乱（Cao 和 Chen，2022；Bai 和 Kung，2011）等。但相较于战争、

叛乱等威胁政权的暴力行为，“普通”暴力行为（“Ordinary” Violence）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民

众的生活水平（Chen 等，2017）。因此，本文关注的是除威胁政权以外的官民冲突和社会治

安事件，数据来源以《清实录》为基础，并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批奏折》对相关信

息进行了补充。《清实录》和《朱批奏折》中详细记录了清政府统治时期社会冲突的发生时间、

波及范围等信息，我们将抗官辱官、逃狱劫狱等十二种对抗官府的聚众行为归为官民冲突，

将杀人、抢劫等十六种类型归为社会治安事件。
②
另外，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冲突的发生，对于

之前年份已经发生且持续到当前年份的事件不计入在内，若一个事件涉及多个地区，则每个

县均算作一次。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冲突事件，即包括官民冲突和社会治安事件的总数，研

究期间为 1757-1910 年，样本地区共发生社会冲突 407 件。由于不同类型社会治安事件的性

质存在差异，我们进一步将社会治安事件分为财产类事件和暴力类事件。其中，财产类事件

包括：抢劫、盗贼、经济纠纷、占毁财务、敲诈勒索、拐卖人口、诈骗和窝赌；暴力类事件

包括：杀人、伤害、纵火、奴变、械斗。 

 

 
①数据来源为《清实录》和《朱批奏折》，数据的详细信息见本文第三部分。 

②具体而言，官民冲突包括：兵哗、抗官辱官、抗粮、闹赈、贩私、偷渡、罢市、罢考舞弊、窝藏罪犯、逃

狱劫狱、拒捕、请愿抗议；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杀人、伤害、抢劫、盗窃、煽惑、纵火、奴变、械斗、经济

纠纷、占毁财务、谣言舆论、敲诈勒索、拐卖人口、诈骗、窝赌、栽赃陷害。 

图 1  粤埠输出茶叶数量 图 2  沿线县与非沿线县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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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为“内河过岭”沿线县的地区虚拟变量（是=1）与是否在五

口通商之后的时间虚拟变量（1842 年之后=1）的交互项。是否为（“内河过岭”沿线县根据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姚贤镐，1962）以及 CHGIS（2007）提供的数

据，利用 Arc GIS 10.5 进行确定，进而将样本县划分为实验组（沿线县）和控制组（非沿线

县）。其中，实验组即“内河过岭”沿线县共有 26 个，占全样本的 11.35%。 

3. 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社会冲突的变量，包括经济地理因素、政治因素、自然灾害、

战争因素等。其中经济地理因素包括 1820 年人口、面积、坡度、水稻种植适宜度、至大运河

距离；政治因素以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学额数量和进士数量衡量；现有研究表明，干旱、洪

涝等自然灾害也会引发社会冲突（Bai 和 Kung，2011），因此我们控制了各地区的旱灾和涝灾

情况，数据来源为《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将各地区

的降水情况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 1=涝，2=偏涝，3=正常，4=偏旱，5=旱。在原始数据的基

础上，我们构建了是否发生涝灾、旱灾两个虚拟变量：若降水等级=1，则视为发生涝灾，若

降水等级=5，则视为发生旱灾。另外，考虑到研究期间内，样本地区的主要战争为太平天国

战争，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该县是否在太平军至南京路线。所有变量的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见表 2。（ 

表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数据来源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变量       

社会冲突 1 35 266 0.009 0.097 0 2 

官民冲突 1 35 266 0.003 0.058 0 1 

社会治安事件 1 35 266 0.008 0.091 0 2 

财产类治安事件 1 35 266 0.007 0.083 0 2 

暴力类治安事件 1 35 266 0.003 0.059 0 2 

是否沿线 2,5 35 266 0.114 0.317 0 1 

控制变量       

1820年人口 3 35 266 12.390 0.569 10.48 13.79 

城市人口 7 35 266 8.445 1.833 0 13.146 

1850年以前学额 6 35 266 2.717 0.447 1.301 3.974 

1850年以前进士数量 2,8 35 266 1.768 1.147 0 5.403 

面积 2 35 266 7.595 0.471 6.247 8.786 

坡度 4 35 266 0.459 0.357 0.002 1.289 

旱灾 9 35 266 0.036 0.185 0 1 

涝灾 9 35 266 0.066 0.249 0 1 

水稻种植适宜度 10 35 266 1.588 0.112 1.344 1.897 

至大运河距离 2 35 266 7.540 3.525 2.570 17.038 

是否在太平军至南京路线 11 35 266 0.009 0.093 0 1 

数据来源：1.（《清实录》和《朱批奏折》；2.CHGIS(2007)；3.（《中国人口史（第五：：清时期）》；4.地理空间

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5.《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7. 

http://www.gsclou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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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ner, G. W., Zumou Yue, and Mark Henderson（（2008）；8.（《明清进士题名录录索引》；9.（《中国近五百年旱涝

分布图集》；10.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11.《中国历史地图》。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五口通商和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本文将 1842 年的五口通商作为外

生冲击，利用闽、赣、粤三省共 229 个县，1757-1910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

型：（ 

Social conflictsit = βRoutei  Postt + θXit + αi + γt + 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Social conflictsit为 i 县在年份 t 发生的社会冲突数量。
①

Routei为地区虚拟

变量，表示 i 县是否在“内河过岭”沿线，若是，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Postt为时间虚拟

变量，在 1842 年之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其他可能影响社

会稳定的因素，如经济地理因素、政治因素等，分别将各控制变量与Postt的交互项加入回归

模型；αi、γt分别为县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在模型（1）中，将开

放五口通商前后沿线县和非沿线县的社会冲突进行比较，我们关心的估计系数为β，它捕捉了

五口通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果开放五口通商增加了沿线县的社会冲突，则β̂>0。 

（三）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在开放五口通商之前，不同地区的社会稳定性与是否为

“内河过岭”沿线县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即平行趋势假设。接下来，我们使用事件研究法来

考察平行趋势，设定如下模型： 

Social conflictsit = ∑ β1τ
60
τ=−50 Routei  Periodτ + θXit + αi + γt + εit (2)             

其中，Periodτ表示相较于 1842 年的年份，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期，其中负值代表 1842 年之前，

正值代表 1842 年之后，其余变量与模型（1）相同；系数βτ反映了每一时期沿线县和非沿线

县之间的差异，若平行趋势成立，则βτ的估计值在 1842 年之前（即τ<0 时）应接近于零且不

显著。 

图 3 绘制了βτ的估计值和 95%置信区间。可以看出，在 1842 年之前βτ的估计值在零附

近且不显著，即在开放五口通商之前，沿线县和非沿线县的社会冲突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

双重差分模型中的平行趋势假设。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注：该图绘制了 1842 年前后沿线县与非沿线之间社会冲突的差异，参照组为发生冲击 50 年及以前年份。 

 
①标准化方式为：Social conflicts = asinh(社会冲突数量/(面积/10000))。 



燕红忠、朱玉珂：贸易冲击、国内市场与社会治理 

 8 / 20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 3 为模型（1）的估计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标准化之后的社会冲突数量，第（1）

列仅控制了县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2）至（4）列逐步控制事前社会冲突、省份

固定效应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另外，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我们也计算了康利标

准误（Conley，1999）。以第（4）列作为基准结果，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 0.020，且在 1%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评估这一影响的大小，考虑到标准化之后社会冲突的均值为 0.0208，意

味着开放五口通商后，每万平方公里的社会冲突增加 exp（0.020）－1=0.0202，相当于样本

均值（0.0208）的 97.12%。为观测开放五口通商对不同类型社会冲突的影响，在（5）至（7）

中，我们使用基准回归的估计策略，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官民冲突、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以

及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结果表明，开放五口通商后，沿线县的社会冲突显著增加，且主要

集中在社会治安事件。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社会冲突 官民冲突 财产类 暴力类 

 （1） （2） （3） （4） （5） （6） （7） 

沿线Post 0.017***(0.007) 

[0.007] 

0.019***(0.007) 

[0.008] 

0.018***(0.007) 

[0.008] 

0.020***(0.007) 

[0.008] 

0.004(0.005) 

[0.006] 

0.014**(0.006) 

[0.006] 

0.016***(0.005) 

[0.006] 

城市化率Post    -0.002(0.001) -0.001(0.001) -0.002**(0.001) -0.001(0.001) 

至运河距离Post    0.000(0.001) -0.002**(0.001) 0.001(0.001) 0.001(0.001) 

坡度Post    0.005(0.010) -0.004(0.006) 0.001(0.009) -0.014*(0.007) 

1820年人口Post    -0.012(0.008) 0.005(0.004) -0.009(0.007) -0.003(0.005) 

面积Post    0.014(0.009) 0.010*(0.005) 0.002(0.007) 0.006(0.007) 

1850年学额Post    0.002(0.010) -0.011*(0.006) 0.011(0.008) -0.001(0.007) 

1850年进士Post    -0.001(0.003) -0.001(0.002) -0.003(0.002) 0.000(0.002) 

涝灾Post    -0.017(0.012) 0.000(0.007) -0.022**(0.009) -0.013*(0.008) 

旱灾Post    -0.028*(0.015) -0.010(0.007) -0.020(0.013) -0.001(0.009) 

涝灾    0.014(0.009) -0.001(0.004) 0.012*(0.007) 0.010*(0.006) 

旱灾    0.012(0.014) 0.004(0.005) 0.008(0.012) -0.002(0.009) 

水稻适宜度Post    -0.001(0.032) 0.023(0.019) -0.027(0.027) -0.046**(0.021) 

太平军路线Post    0.002(0.017) 0.006(0.029) 0.004(0.016) 0.010*(0.006)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事前冲突-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Adjusted R-squared 0.019 0.024 0.032 0.032 0.024 0.035 0.030 

注：圆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p<0.1、p<0.05、p<0.01，标准误以县为单位进行聚类。方

括号中为Conley标准误，即空间稳健标准误。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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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处理强度 

基准回归中以是否处于“内河过岭”沿线构建虚拟变量，但是不同沿线县对“内河过岭”

路线的依赖程度不同，因而开放五口通商对不同沿线县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为解决这一问

题，本文利用 1820 年各沿线县单位面积内市镇数量衡量其对“内河过岭”路线的经济依赖程

度。我们预期沿线县内市镇数量越多，受开放五口通商的影响越大。鉴于此，本文构建如下

模型进行检验： 

Social conflictsit = βTreatmentIntensityi  Postt + θXit + αi + γt + εit (3)（（（（ 

其中，TreatmentIntensityi代表沿线县的处理强度，以 1820 年县域内每万平方公里市镇数量

衡量，若该县为非沿线县，则取值为 0，其余变量与模型（1）相同。结果见表 4 第（1）列，

与预期一致，对“内河过岭”路线依赖程度更高的沿线县在开放五口通商后所受影响更大。 

2. 更换社会冲突衡量方式 

基准回归中，本文将社会冲突根据县域面积进行标准化，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社

会冲突的标准化方式影响，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以 1820 年人口进行标准化的社会冲突，

结果见表 4 第（2）列。结果显示，以 1820 年人口标准化处理的社会冲突，其估计系数与基

准回归较为接近，且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并不因被解释变

量的构造方式所影响。 

3. 剔除土客械斗涉及地区 

咸丰四年（1854 年）至同治六年（1867 年）因人口迁移导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涉及范围

较广，死伤惨重，可能会使基准回归的结果产生偏误。根据刘平（2003）整理的土客大械斗

空间分布，样本中斗祸涉及的县包括：鹤山县、恩平县、开平县、高要县、高明县、新兴县、

新宁县、阳春县、新会县、四会县、罗定县、东安县、电白县、信宜县、茂名县，共 15 个县。

我们将斗祸涉及的县剔除，结果见表 4 第（3）列。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一致，且

依然显著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处理强度 1820年人口 去掉土客械斗县  

 (1) (2) (3)  

沿线Post  0.019***(0.006) 0.020***(0.007)  

  [0.007] [0.008]  

处理强度Post 0.004*(0.002)    

 [0.002]    

观测值 35 266 35 266 32 956  

Adjusted R-squared 0.020 0.027 0.028  

注：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县级特征变量，以及县级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事前冲突-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以下各表如无特殊说明，与此表一致。 

 

（三）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否由不可观测因素所驱动，本文参考 Liu 和 Lu（（（2015）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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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机分配实验组。即在 229 个样本县中随机抽取 26 个县作为实验组，假设随机选

取的县作为虚拟沿线县，其余为虚拟非沿线县。重复抽取 500 次并重新估计模型（1），将双

重差分项回归系数及相关 P 值绘制成图 4-A。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集中在零点附近，且大多

数 P 值大于 0.1，且回归系数明显异于真实估计值（0.020），也就表明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不会

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第二，同时随机分配实验组和政策时间。即在样本县中随机抽取 26 个县作为实验组的同

时，在 1757-1910 年时期内随机抽取一个年份作为开放五口通商的时间。同样重复抽取 500

次并重新估计模型（1），将回归系数和相关 P 值绘制成图 4-B。可以看出，大部分系数在零

附近且 P 值大于 0.1，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并未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图 4  安慰剂检验 

注：X 轴为随机分配 500 次的Route  Post的估计系数，空心圈为估计系数的 P 值，实线表示估计系数的

核密度分布；垂直线为基准回归（表 3 第（4）列）的估计系数。 

 

（四）溢出效应 

“内河过岭”路线弃用并非仅对沿线县产生影响，还可能对非沿线县产生溢出效应。考

虑到这种溢出效应为至沿线县距离的函数，我们参考 Cao 和 Chen（（2022），利用 ArcGIS 10.5

计算非沿线县至沿线县的最短距离，并构建模型（4）对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Social conflictsit = ∑ βk
K
k=0 Distancei

k  Postt + θXit  + αi + γt +  εit (4)（ 

其中，Social conflictsit为社会冲突。Distancei
k为 50km 的距离间隔，即距离沿线县最短距离

分别为 0km（（即沿线县）、50km 以内、50-100km、100-150km、……、300-350km、大于 350km。

模型（4）估计了每 50km 间隔的处理效应，以大于 350km 为对照组，回归结果见表 5 第（1）

列。可以看出，开放五口通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在 250km 内存在溢出效应，且估计系数随着

与沿线县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使用相同的估计策略，将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官民冲突、财

产类社会治安事件以及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结果见表 5 第（2）至（4）列。结果表明，官

民冲突的溢出效应在 100km 以内，且估计系数相对较小；而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和暴力类社

会治安事件的溢出效应分别为200km和250km，且回归系数大于官民冲突。一定程度上说明，

社会冲突的溢出效应主要来自于社会治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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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溢出效应 

 社会冲突 官民冲突 财产类 暴力类 

 (1) (2) (3) (4) 

沿线Post 0.071***(0.016) 0.020**(0.010) 0.043***(0.014) 0.045***(0.012) 

Distance(0-50km)Post 0.053***(0.015) 0.018*(0.009) 0.027*(0.014) 0.030**(0.012) 

Distance(50-100km)Post 0.058***(0.015) 0.020**(0.009) 0.034***(0.013) 0.034***(0.012) 

Distance(100-150km)Post 0.055***(0.014) 0.013(0.010) 0.035***(0.013) 0.031***(0.011) 

Distance(150-200km)Post 0.056***(0.018) 0.006(0.010) 0.034**(0.015) 0.035***(0.013) 

Distance(200-250km)Post 0.036**(0.017) 0.009(0.011) 0.023(0.015) 0.019*(0.011) 

Distance(250-300km)Post 0.026(0.018) 0.013(0.014) 0.024(0.017) 0.001(0.017) 

Distance(300-350km)Post -0.008(0.019) -0.009(0.015) 0.006(0.017) 0.019*(0.010) 

观测值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Adjusted R-squared 0.033 0.024 0.035 0.030 

五、影响机制 

前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开放五口通商后“内河过岭”沿线县的社会冲突显著增加。而导致

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确定，一方面随着五口通商的开放，“内河过岭”沿线县的政府能力下降

从而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另一方面贸易重心转移带来的贸易机会减少等经济冲击增加了

社会不稳定性。 

（一）政府能力 

对于政府能力，本文参考 Cao 和 Chen（（2022）以该县是否为府治所在地来衡量，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是否为府治与关键变量（沿线Post）的三重交互项。如果是通过政府能力

下降这一渠道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增加，我们预期在国家能力更强的地区，即若该县既是府治

所在地，又是“内河过岭”沿线县，那么在开放五口通商后其社会冲突显著更多。根据表 6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冲突还是将社会冲突细分为不同类别，政府能力这一渠

道均没有得到显著结果，也说明了政府能力这一渠道并不成立。 

表 6  影响机制：政府能力 

 社会冲突 官民冲突 财产类 暴力类 

 (1) (2) (3) (4) 

府治（是=1）沿线Post 0.005(0.015) -0.006(0.009) 0.004(0.012) 0.001(0.011) 

 [0.013] [0.010] [0.012] [0.008] 

沿线Post 0.019**(0.009) 0.005(0.006) 0.013*(0.007) 0.016**(0.006) 

 [0.009] [0.007] [0.006] [0.006] 

府治Post 0.000(0.009) -0.004(0.004) 0.005(0.006) -0.001(0.006) 

 [0.007] [0.003] [0.005] [0.005] 

观测值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Adjusted R-squared 0.032 0.024 0.035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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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冲击 

经济状况是社会冲突爆发的关键因素 （Bazzi 和 Blattman，2014；Musayev,（2014），负向

经济冲击不仅会加剧已有冲突，还可能引发新的冲突（Hoeffler，2004）。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开放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过岭”沿线县的财产类社会冲突显著上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开埠

对沿线县造成了经济冲击。因此，接下来我们主要考察贸易机会机制，即开埠减少了沿线县

的贸易机会，进而对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1. 贸易机会 

如前文所述，“内河过岭”路线除武夷山与大庾岭之外，其余基本依靠水路运输至广州，

沿途大量船工藉以维持生计。开放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过岭”路线弃用，船工就业机会减少

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如果县域内水路运输条件更为便利，则船工可通过其他贸易机会以减

轻“内河过岭”路线弃用带来的冲击。因此，我们预期水路运输更为便利的沿线县，能够缓

解因路线废弃带来的社会冲突。 

我们以县域内河流密度和境内是否有主要河流两种方式来衡量水路运输的便利程度。其

中，县域内河流密度的计算方式参考蔡杨等（2023），利用 CHGIS（（2007）中的县域面积以及

河流长度数据，将县域内所有河流长度加总，再除以县域面积，即可得到该变量。将河流密

度与核心变量的三重交互项加入模型，三重差分的回归结果见表 7 第（1）列。结果显示，河

流密度与核心变量的三重交互项显著为负，即沿线县较高的河流密度能够减少社会冲突。另

外，考虑到一些较小的河流并无通航能力，我们根据 CHGIS（（2007）中县域内是否有主要河

流的数据构建 0-1 变量，同样将其与核心变量的三重交互项加入模型，三重差分的回归结果

见表 7 第（2）列。结果显示，县域内是否有主要河流与核心变量的三重交互项显著为负，意

味着如果“内河过岭”沿线县有主要河流，则可以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降低社会冲突。上

述结果表明开放五口通商带来的“内河过岭”路线弃用，通过减少贸易机会从而对社会稳定

带来负面影响。 

接下来，本文考察了“内河过岭”路线弃用对市镇发展的影响。我们利用 CHGIS（（2007）

中提供的 1820 年和 1911 年市镇数量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比较开放五口通商前后

“内河过岭”沿线县和非沿线市镇发展状况，回归结果见表 7 第（3）列。结果显示，开放五

口通商阻碍了沿线县的市镇发展，进一步表明开放五口通商导致“内河过岭”沿线县贸易机

会减少，并对沿线县的市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表 7  影响机制：贸易机会 

 社会冲突 市镇数量（log） 

 (1) (2) (3) 

沿线Post 0.028***(0.010) 0.039***(0.012) -0.322*(0.187) 

 [0.011] [0.014] [0.122] 

河流密度沿线Post -0.080*(0.045)   

 [0.038]   

河流密度Post 0.018(0.019)   

 [0.019]   

是否有主要河流（是=1）沿线Post  -0.029**(0.015)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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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主要河流Post  0.002(0.006)  

  [0.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5 266 35 266 458 

Adjusted R-squared 0.020 0.020 0.733 

 

2. 贸易机会减少与粮价 

贸易机会减少可能带来运输成本增加、贸易相关工人失业等福利损失（Cao 和 Chen，

2022）。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我们无法获得船工及相关贸易从业人员的收入、就业等劳动力

市场相关数据。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了贸易机会减少对运输成本和市场效率的影响。清代米

粮贸易范围较广，是国内商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系统、完善的“粮价奏报制度”提

供了较为完整的价格数据。因此，现有文献大多以粮食价格数据为基础研究清代的市场价格

变动（Gao 和 Lei，2021）、市场整合程度（Shiue 和 Killer，2007；颜色和刘丛，2011；李嘉

楠等，2019）等。 

首先，贸易机会减少可能导致运输成本增加，因此我们预期开放五口通商后，沿线县粮

食价格将会上涨。粮价数据来源为王业键清代粮价资料库，考虑到闽、赣、粤三省以水稻种

植为主，并且该数据库中 19 世纪江西各府的上米价格缺失较为严重，我们选用的是各府中米

价格数据。并在原始月度粮价数据基础上，根据彭凯翔（2006）提供的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计算得到各府年度平均粮价、最低粮价和最高粮价。以计算得到的粮价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8 第（1）至（3）列。结果表明，开放五口通商之后，“内

河过岭”沿线县的平均粮价、最低粮价和最高粮价均出现显著增加。以第（1）列为例，在开

放五口通商后，沿线县的平均粮价增加 6.2%。 

其次，贸易机会减少可能降低市场可达性，因此我们预期开放五口通商后，沿线县的粮

价波动程度会提高。前文结果表明开放五口通商对“内河过岭”沿线县的市场发展带来了负

面影响。市场发展为粮食交易提供基础条件，市场机制更完善、贸易条件更便利则有助于维

持粮价稳定（Chuan 和 Kraus，1975）。并且，相较于粮价水平，粮价的变动情况的优势在于

其更能反映经济冲击对于民生的影响（马国英等，2012）。利用粮价数据，我们计算了反映粮

价年度内波动程度的粮价波动指标。
①
以粮价波动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见表 8 第（4）列。结果表明，在开放五口通商后，“内河过岭”沿线县的粮价波动幅度更大。

具体而言，在开放五口通商之后，相较于非沿线县，沿线县的粮价波动增加 16.2%。 

 

①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Averiage pricei,t,m = (Highest pricei,t,m +  Lowest pricei,t,m)/2 

Averiage pricei,t = ( ∑ Averiage pricei,t,m

12

m=1

) /12 

SD_Pricei,t = sd(Averiage pricei,t,m − Averiage pricei,t) 

其中，i 代表府，t 代表年份，m 代表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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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贸易机会减少与粮价 

 平均粮价 最低粮价 最高粮价 粮价波动 

(1) (2) (3) (4) 

沿线Post 0.062***(0.011) 0.084***(0.014) 0.043***(0.009) 0.162**(0.076) 

 [0.012] [0.014] [0.011] [0.076]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4 363 34 363 34 363 33 744 

Adjusted R-squared 0.893 0.873 0.898 0.455 

 

（三）治理机制：公共品供给与社会稳定 

在面临经济冲击时，基层社会应对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如果地方能够提供充

足的慈善、救济等公共品，则能够缓解经济冲击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反之，若基层社会治理

水平较差，缺少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则发生经济冲击时无法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因此，我

们预期公共品供给较低的地区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更弱。 

清代的官僚机构只设到县级，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主要依靠以士绅为核心的各类民间

组织，包括书院、义学、善会善堂、宗族等实行间接治理（龙登高等，2022）。即各类民间组

织通过自发提供基础设施（桥梁、水利工程等）、教育机构（私塾、书院等）、慈善救济等公

共产品来实现基层自治（龙登高等，2021）。如地方士绅提供的公共品能够平抑粮价，从而缓

解粮食危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颜色和刘丛，2024）。考虑到样本区域宗族文化较为发达，我

们主要考察宗族和善会善堂两类民间组织，并且着重关注发生经济冲击时，民间组织在不同

类型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1. 宗族组织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宋元时期主要

由官僚组建的宗族不同，清代宗族逐渐平民化，清政府也承认宗族的合法性，并鼓励民间建

设和发展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赠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①

宗族的平民化以及清政府对置族田、设义庄的鼓励为宗族组织的公共品供给提供了基础。 

宗族组织数据来源为《中国家谱总目》，我们将该书收录的族谱分布信息汇总到县级层面。

宗族组织通过建祠堂、修家谱等形式将宗族观念内化，因而不同时期宗族活动具有一定延续

性（Fan 等，2023）。为了避免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我们以各县 1757 年之前编撰的族谱数

量衡量地区宗族组织强度。将族谱数量与核心变量的三重交互项加入模型，表 9 第（1）、（3）、

（5）列分别报告了官民冲突、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的三重差分估计结

果。结果显示，开放五口通商后，宗族组织较多的沿线县，发生的官民冲突更多、财产类社

会治安事件更少、对于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则无显著影响。其中，对于官民冲突，三重交互

项为正，可能由于宗族成员之间的共同信念降低了集体行动成本（Greif 和 Tabellini，2017；

Hao 等，2022），但其显著性较弱。
②
对于财产类治安事件，三重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宗族

组织较弱的沿线县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品以应对经济冲击进而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 

 
①《圣谕广训》，天津津河堂宣统元年。 
②若以康利标准误判断，则该系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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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会善堂 

善会善堂（下文简称“善堂”）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民间社会救济机构，包括育婴堂、栖流

所、普济堂、施棺局、综合类善堂等。清初的善堂基本上继承明末的传统，善堂的创办及运

营主要依靠商人等地方社会力量。雍正二年（1724 年）下发诏令鼓励地方兴建善堂，此后民

间慈善机构在全国逐渐推广。并且清政府也开始在经费上给予补助，如将商捐、耗羡、盐羡

等地方税捐拨付给经费紧张的善堂。与宗族组织不同的是，善堂所提供的公共品打破了血缘

关系的限制，救济范围更广。 

善堂的数据来源为《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该书收集整理了明清时期成立

的各种类型的慈善组织。根据创办人身份的不同，善堂大致可分为官办善堂和民办善堂两类。

官办善堂大多设在城市，且因官僚介入导致的腐败等问题逐渐失去原有的救济职能。而民办

善堂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僚介入所带来的腐败等负面影响，并且一些民办善堂深入乡镇等小

社区中，与民间接触更多，能够及时实施有效救助（梁其姿，2013）。因此，我们将各县 1757

年以前成立的民办善堂数量与核心变量的三重交互项加入模型，表 9 第（2）、（4）、（6）列分

别报告了官民冲突、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结果

显示，开放五口通商后，善堂较少的沿线县，发生了更多的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和暴力类社

会治安事件，但对官民冲突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陈宝良（2011）的观点相一致，他认为

善堂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也不可忽视。 

表 9  影响机制：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冲突 

 官民冲突 财产类 暴力类 

 (1) (2) (3) (4) (5) (6) 

宗族沿线Post 0.019* 

(0.010) 

 -0.016* 

(0.009) 

 -0.006 

(0.007) 

 

 [0.012]  [0.009]  [0.008]  

沿线Post -0.000 

(0.005) 

0.004 

(0.005) 

0.017*** 

(0.006) 

0.015** 

(0.007) 

0.017*** 

(0.006) 

0.019*** 

(0.006) 

 [0.006] [0.006] [0.007] [0.007] [0.007] [0.007] 

宗族Post -0.003* 

(0.002) 

 -0.007*** 

(0.002) 

 -0.002 

(0.002) 

 

 [0.001]  [0.002]  [0.002]  

善堂沿线Post  -0.008 

(0.011) 

 -0.027*** 

(0.010) 

 -0.033*** 

(0.007) 

  [0.014]  [0.014]  [0.013] 

善堂Post  0.013*** 

(0.005) 

 0.019** 

(0.007) 

 0.011*** 

(0.003) 

  [0.006]  [0.007]  [0.007] 

观测值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35 266 

Adjusted R-squared 0.024 0.024 0.036 0.035 0.030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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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争端频发导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冲

击会产生何种社会影响，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社会威胁逐渐成为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回

顾历史，1842 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和上海为通商口岸，结束了长达 80 余年的“一口通商”。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意味着全国

贸易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深刻影响。本文通过整理历史资料，以开放五

口通商导致的“内河过岭”路线弃用为背景，利用闽、赣、粤三省 229 个县长达 154 年的面

板数据，考察了近代开埠这一贸易冲击对国内社会稳定的影响。 

研究表明，相较于非沿线县，开放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过岭”沿线县发生了更多的社会

冲突，且主要集中在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和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并且，对“内河过岭”路

线依赖程度更高的沿线县，所受影响更大。此外，“内河过岭”路线弃用对非沿线县产生了溢

出效应，社会冲突在 250km 内存在溢出效应，并且溢出效应随着与沿线县的距离增加而减小。

分类别来看，官民冲突、财产类社会治安事件、暴力类社会治安事件的溢出效应分别为 100km、

200km 和 250km。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贸易机会减少和民间组织公共品供给稀缺是导致这一

结果的潜在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全球贸易碎片化、外部需求不足等诸多挑战。在贸易机会减

少的背景下，建设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将市场需求转移到国内能够缓解外

部需求收缩的压力，以国内市场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规范、

高效的国内市场能够扩大各种要素资源的流通范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而，推进和完善

国内市场建设，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对冲外部风险的有效手段。同时，社会稳定是经济

发展的前提，而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微观基础。为应对贸易冲击对社会稳定带来

的潜在威胁，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信息获取、沟通协调中的优势。通过扶持和引导民间组

织，使其在慈善救济、促进就业等社会服务领域弥补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不足，提高基层社会

福利。本文关于近代社会中介于政府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民间组织如何通过提供公共品来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讨论也为当前贸易环境不确定下如何借助社会力量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提

供了历史镜鉴。

 

 
   * 文章受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2020110932）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CXJJ-

2023-33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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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Shock, Domestic Market and Social Governance: 

A Study Based on the Rerouting of Tea Exportation in the Late Qing China 

 

Summary: With the deepening involvement in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a 

crucial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eanwhile, recent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marked by 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s, have introduced trade policy uncertainties as a challenge fac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trade shocks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exploring risk mitigation strategies hold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by organizing historical data and utiliz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Inland River Crossing Ridge” route due to the opening of the five treaty ports 

in modern times,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reaty port opening as a trade shock on domestic social 

stability using panel data spanning 154 years from 229 counties in the provinces of Fujian, Jiangxi, 

and Guangdong. By approaching the issu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ocks on domestic social stability, aiming to provide historical lessons for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midst the current uncertain trade environment. Our findings indicate: (1) 

Compared to non-transit counties, the opening of the five treaty port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transit counties along the “Inland River Crossing Ridge” route, primarily leading 

to a notable increase in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2) The abandonment of the “Inland River Crossing 

Ridge” route had spillover effects on non- border counties, with spillover effects of official-civilian 

conflicts, property-related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and violent social security incidents observed at 

distances of 100km, 200km, and 250km respectively. (3)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stability mainly stems from a reduction in trad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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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routes and a lack of grassroots societal risk resilience; the former results in increased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reduced market accessibility, leading to long-term adverse effects on market 

development in transit counties, while the latter is due to the scarcity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unable to provide sufficient public goods for risk mitig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by systematically organizing 

social conflict events recorded in the “Qing Shilu” and “Zhu Pi Zouzhe”,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treaty port openings on domestic social stability. Secondly, by u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trade patterns resulting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shocks as a point of entry, 

enriching discussions on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stability. Lastly, it quantitatively discusses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demonstrating 

that public goods provided by clans and charitable halls enhance local society's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ock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social stability; public goods 

 

 

 


